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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企业规模动态变化研究新进展

肖 欢 庄子银*

摘要: 传统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通常假定代表性企业，而实际上企业是异质性的，它
们的规模分布极不均衡，即大量小规模企业与少量大规模企业并存。近年来，学者们构建
了一系列满足企业规模动态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型，结果表明单个企业创新、知识外溢和异
质性企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共同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传统内生增长理论则忽略了异质企
业之间资源再配置的作用。本文根据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将文献分为三类，分别为外生
冲击和外生技术进步驱动企业规模变化的文献、内生技术创新驱动企业规模变化的文献
以及其他因素驱动企业规模变化的文献。这些研究使得从微观企业增长到宏观经济增长
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清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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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学家们一直探索是什么机制导致企业的规模呈现出我们所观察到的分布特征①，早期的学者对这

一问题从微观角度的分析颇多②，但近期一批学者将经济增长、创新与企业规模动态理论结合起来，对这个
问题给出了新的答案，可以说是微观基础与宏观加总的更优美结合，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近年来增长理论也不断强调微观基础，强调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因为代表性企业的假定显然与微

观事实相去甚远，企业规模分布极不平衡( highly skew) ，即大量小规模企业与少数大规模企业并存，且企业
进入、退出也非常频繁( Bartelsman，et al．，2005 ) 。这意味着需要将增长理论与企业动态理论结合在一起研
究，为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内生增长理论中，代表性企业规模、Ｒ＆D 特征单一，而实
际上不同规模企业的 Ｒ＆D投入强度、Ｒ＆D类型都有差异，亟需新的理论解释企业 Ｒ＆D、创新产出以及企业
增长之间关系的诸多经验事实。③

其次，这些研究为考察微观企业之间资源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 TFP)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目
前，经济增长前沿领域关注异质性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扭曲对不同国家 TFP 的影响，经济政策若将企业规模
看成同质则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人均产出减少 30% ～ 50% ( Ｒestuccia and Ｒogerson，2008) ，而假设企业同
质显然很难考察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
最后，传统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④均假设代表性企业，很容易得到均衡增长路径，而当企业是异质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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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经济学家认同企业规模服从 Pareto分布，如 Axtell( 2001) 和 Luttmer( 2011) 的研究。
如 Gibrat( 1931) 、Hart和 Prais( 1956) 、Mansfield ( 1962) 、Ijiri 和 Simon( 1964，1967，1971，1974) 、Lucas( 1978) 等的研究，

Sutton( 1997) 对这些文献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
Klette和 Kortum( 2004) 对这些经验事实做了全面的总结。
主要指 Ｒomer( 1986，1990) 、Lucas( 1988) 、Grossma 和 Helpman( 1991) 以及 Aghion 和 Howitt( 1992) 等的研究，他们认为

创新带来的知识积累、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促进了长期经济增长。



在进入退出，且规模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要保证加总经济中有一个稳定的企业规模分布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

就比较困难，近期这些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
鉴于此，本文以这一领域最新理论文献为基础，根据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对文献分类回顾: ( 1 ) 外生冲

击和外生技术进步驱动企业规模变化; ( 2) 内生技术创新驱动企业规模变化; 最后，本文对这些文献做简要
评论，并指出这些文献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政策涵义。

二、外生冲击和外生技术进步驱动企业规模变化

外生冲击和外生技术进步会影响企业规模，引发企业进入和退出。这一研究思路主要起源于 Jovanovic
( 1982) 和 Hopenhayn( 1992) 的研究，其主要想法是: 企业在付出一个固定进入成本后，获得一个初始的生产
率水平，这个生产率水平服从一个已知分布。经济中的企业会遭受一些特定的冲击，历经有利冲击后企业规
模逐渐增大，而遭受不利冲击的企业规模收缩，当它们的生产率水平所带来的收益低于生产的固定成本时，

就会选择退出。Luttmer( 2007) 、Arkolakis( 2011) 等人的研究基本遵循这一思路，依靠企业外生的技术进步
将其与加总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使得在异质性企业条件下，企业规模分布符合事实，且存在一条均衡的增长

路径。
Luttmer( 2007) 的理论模型假设在位企业通过干中学①改进生产率水平，而潜在进入企业通过模仿进入，

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与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相联系，且企业有一定的市场势力，这些特征与传统的内生增长

理论模型类似。除此之外，他还假设企业会遭受异质性的技术冲击和需求( 偏好) 冲击，且这个冲击是永久
性的。持续经营的企业，每一期都要付出一个固定成本。当企业遭受坏的冲击导致企业只有很低的概率收
回固定成本时，企业会选择退出。这种企业自然选择机制会淘汰一部分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进入企业
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存量，相当于通过模仿来获取收益，但需要付出固定进入成本。正是这些机制，使理论
模型得出的企业的规模分布与经验事实分布相吻合。如果成本参数能保证在位企业和进入企业两者之间平
均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差很小，那么企业规模分部的尾部指数大于 1。Luttmer( 2007) 在使用美国企业数据校
准模型后，发现有一半的产出增长来源于企业进入退出选择机制。另外，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他的模型
可以预测各种进入障碍的变化对产出水平和总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新企业可以从成功的在位企业那里获得知识溢出的好处，即技术扩散对企业增长和经济增长有影响。

Luttmer( 2012) 强调了这一点，改进了他之前的研究，主要有两点不同: ( 1) Luttmer( 2012) 的理论假设企业面
临递减收益生产技术和完全竞争市场，不考虑异质性的产品需求对企业异质性的影响，而 Luttmer( 2007) 的
理论假设了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垄断竞争市场环境; ( 2) Luttmer( 2012) 的理论考虑的技术扩散机制
更广泛，进入企业需要从在位企业那里学习，它们只需要对生产率水平最低的在位企业的技术做一个很小的

改进，就可以保证企业规模分布趋近于 Zipf分布，而 Luttmer( 2007) 的模型中进入企业付出固定成本以后，随
机选取一个企业进行模仿，模仿的生产率水平低于在位企业。那些经历一系列有利生产率冲击的企业存活
下来，而另一些企业被迫退出。新进入的企业可以改进行业中生产率最低的在位企业的生产率。由于模仿
能力有限，新企业都很小，只有通过进入后的生产率改进才能提高生产率水平并扩大规模。只要进入满足一
定的条件就可以保证存在一个稳定的企业规模分布和一条均衡增长路径。Luttmer( 2012) 年的理论还强调
试验( try and error) 和淘汰选择推动整个经济增长。尽管企业水平的技术进步外生，但整个加总经济的增长
率内生，依赖于进入成本和溢出效应的参数，另外模型还成功地解释了高进入率和高退出率。
内生销售成本理论认为企业销售产品需要付出销售成本( 比如广告成本、建立销售体系的成本) ，付出

销售成本的数额决定企业获得消费者的数量，即销售的范围。企业销售成本随着销售范围的扩大而递增。
Arkolakis( 2011) 将企业内生销售成本理论引入到 Luttmer( 2007) 的分析框架中，可以解决 Luttmer( 2007 ) 理
论模型的一个缺陷，即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该模型预测的企业规模增长率的方差相同，而很多经验事实研究

发现小规模企业增长率的方差更大。当引入了内生销售成本后，小企业的市场范围选择具有很大的波动性，
这导致小企业的增长率方差较大，从而符合事实。当企业付出边际成本后能使其销售给第一个消费者可获
利，企业就会进入这个市场。企业规模的变化规律与 Luttmer( 2007) 的模型一样，异质性冲击会改变企业生
产率水平进而改变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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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意这里干中学引起的技术进步率外生，即企业的技术水平随着年龄而递增，因而模型整体上还是可以归为外生技术
进步模型。



这类模型很好地保留了传统内生增长模型中的干中学、溢出效应和企业的市场势力，但也有不足，即企
业的技术进步率外生，进入退出依赖外生技术冲击，而下文的内生技术创新驱动企业规模变化的模型则很好

地解决了这一点。

三、内生技术创新驱动企业规模变化

Luttmer( 2007) 、Arkolakis( 2011) 等人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企业规模的变化依赖于外生的技术
冲击，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率也是外生的。而 Klette和 Kortum( 2004) 等一批研究者认为企业的技术进步依
赖于自身的 Ｒ＆D，即技术进步内生。单个企业规模的变化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和最终的规模分布，可将这
一类文献根据企业规模变化的方式，细分为三类: ( 1) 产品种类扩张引起企业规模变化; ( 2) 单一产品需求数
量决定企业规模; ( 3) 产品种类数和进入部门数共同决定企业规模。
( 一) 产品种类扩张引起企业规模变化

Klette和 Kortum( 2004) 的模型中，企业通过产品创新获得增长，即企业的规模扩张就是产品种类数量的
增加。他们吸收了 Penrose( 1959) 对企业的定义①，即创新的、生产多种产品、热血的商业组织被称为企业，
企业可以向新市场扩张，内部知识资源决定企业的增长，企业产品创新成功的概率依赖于企业自身的知识存

量，即拥有产品种类数越多的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越高。加总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产品质量的提高，一种产品
创新的成功意味着某个企业的规模扩张，另一家企业的该种产品被淘汰，对应该企业的规模缩小。所有企业
的产品种类之和固定，但每个企业的产品种类数不同。若某一企业拥有的产品种类数由 1 变为 0，那么该企
业会退出市场。创新企业遵循着一个随机的生命周期，产业均衡时仍有企业进入和退出，且存在一个稳定的
企业规模分布，但他们并未指出是何种形式的分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文中列出的
10 条关于企业创新和规模分布的经验规律。②

大量证据显示工人频繁地从一家企业流向另外一家企业，而且不同企业之间持续存在较大的生产率差

异( Bartelsman and Doms，2000) ，因而工人在不同企业之间流动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这些经
验背景，Lentz和 Mortensen( 2005) 扩展了 Klette － Kortum 模型，构建了一个均衡增长与企业动态模型，可识
别工人在企业之间流动对加总生产率的影响。他们的模型中，企业是差异化中间产品的垄断供给者，中间产
品用来生产最终消费品。在位企业和新进入企业投入 Ｒ＆D，它们会引入更便宜、质量更好的中间产品。新
产品不断取代老产品，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导致劳动力在不同生产活动中再配置，这也导致企业规模的差

异。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或服务仅需投入较少的劳动，企业当前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已有创新产品的数量和
质量。潜在进入企业开发一件新产品需要付出固定进入成本，该新产品的获利性服从一个已知分布，当预期
的利润高于研发新产品的成本时，企业选择进入。与 Klette － Kortum模型一样，企业的产品被更高质量的产
品取代引起规模缩小。在这些条件下，模型可以得出符合事实且高度不均衡的企业规模分布，并存在一条均
衡的增长路径。他们的模型不仅符合产品创新和企业规模动态演化的一些典型事实，还可以解释丹麦企业
的经验事实: ( 1) 雇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无关，( 2) 附加值与劳动力生产率正相关。
创新付出的成本不一样，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不同规模的企业选择创新的类型也会有差异，大企业更

多地从事渐进性创新，而小企业更多地从事激进性创新。Akcigit和 Kerr( 2012) 将创新的异质性引入到熊彼
特式的增长模型中，即不同规模企业选择的创新类型不同，与 Klette － Kortum 模型一样，他们也将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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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Penrose( 1959) 认为干中学驱动企业增长，当企业家逐渐熟悉他们所从事的任务，他们会逐渐变得更有生产率。在初期
企业家不熟悉经营，执行功能存在问题。随后这些活动变得日常化，企业家可以释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企业扩张。因
而当企业家获得经验后，个人知识增加，企业面临强烈的增长动力。最终，当企业家过于重视扩张而忽视运营效率，企业增长
会受限于现有的管理注意力。

Klette和 Kortum( 2004) 总结了一些关于企业 Ｒ＆D与创新产出之间关系的经验事实: ( 1) 企业生产率与 Ｒ＆D正相关，而
生产率的增长与企业 Ｒ＆D并不是显著正相关; ( 2) 对同一个时点上的不同企业和不同时点上的同一企业来说，专利和 Ｒ＆D
正相关，随着企业销售额增加，Ｒ＆D支出同比例增加，不同的企业 Ｒ＆D支出强度差异很大，即使在划分很细的产业内也如此;
( 3) Ｒ＆D支出强度与企业规模相互独立; ( 4) Ｒ＆D 支出强度的分布高度不平衡，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报告的 Ｒ＆D 支出甚至为
零; ( 5) 不同企业 Ｒ＆D支出强度差异持续存在; ( 6) 企业的 Ｒ＆D 投资遵循几何布朗运动; ( 7) 企业的规模分布高度不平衡;
( 8) 小企业的生存率更低，但是通常存活下来的小企业比大企业增长更快。大企业的增长率与它过去的增长率或者企业规模
无关; ( 9) 小企业增长率的方差更大; ( 10) 年轻企业退出率更高，但是那些存活下来的年轻企业比老企业增长更快。最终，进
入后企业的市场份额会随着企业的年龄下降。



定义为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种类数，那么企业规模的变化、企业的进入退出都与产品创新相联系。企业在做产
品创新时，可以选择两种类型的研发( Ｒ＆D ) ，深挖性研发( exploitation Ｒ＆D ) 和探索性研发( exploration
Ｒ＆D) : ( 1) 在位企业可以采取深挖性研发改进自身已有产品的生产线，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对该企业自身规
模没有影响; ( 2) 在位企业和进入企业都可以采取探索性研发生产新产品，获得市场领导地位，这种新产品
是企业之前所没有的，因而会改变企业的规模分布。探索性研发的结果又有两种可能: 一是得到一个重要创
新，其创新幅度较大，而且这类创新会产生许多与之相关的后续创新，即后续的技术簇( technology cluster) ，
比如晶体管、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等; 另外一种可能是，得到的创新只是对现有产品的改进，没有后续的技术
簇。由于创新种类的细分，Akcigit和 Kerr( 2012) 的模型提供了比以往研究更为丰富的微观基础，且将企业
的创新与专利引用结合起来研究，更为详尽地考察了企业创新与企业规模动态变化的关系，不仅可以得出

Klette － Kortum模型的基本结论，还得出了企业规模分布与创新类型选择、创新类型与企业规模增长率之间
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Akcigit和 Kerr( 2012) 还从专利引用率出发考虑知识溢出的微观基础，更符合现实，
因为两种类型的 Ｒ＆D产生的溢出效果也有差异，而以往的研究仅抽象地谈模仿和原始创新之间的互动。
( 二) 单一产品的需求数量决定企业规模

Acemoglu和 Cao( 2010) 扩展了基本的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企业的规模扩张依赖于企业生产的中间产
品数量，中间产品数量的需求又依赖于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他们的理论模型中，在位企业采取增量 Ｒ＆D
( “incremental”Ｒ＆D) 投入提高中间产品质量，进而提升生产率水平和利润; 同时，潜在的进入者采取激进
Ｒ＆D创新获得一个更好的中间投入品取代在位企业，当某企业被质量更高的企业取代时就会退出市场。新
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都可以模仿，当模仿抑制任何一个部门的生产率不会过于偏离平均生产率时，稳定的企

业规模分布是尾部指数接近于 1 的 Pareto分布。在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和企业进入退出后，模型与基本的熊
彼特增长模型有两点不同: ( 1) 补贴潜在进入者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因为这会抑制在位企业的生产率改进，
如果在位企业的生产率改进的下降程度超过了新企业进入的正向影响，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受到抑制; ( 2) 新
企业的进入和在位企业的生产率改进( 产品质量提高) 一起推动经济增长。而由于 Arrow 取代效应，传统的
熊彼特增长模型认为所有的创新都来源于新进入企业，而不能解释在位企业 75%的生产率增长贡献①，
Acemoglu和 Cao( 2010) 的模型正好能解释这一点。Klette和 Kortum( 2004) 认为企业规模由该企业生产的产
品种类数决定，且他们的模型中生产率增长来源于新企业的进入。这很极端，因为有一部分新产品是在位企
业生产的，而 Acemoglu和 Cao( 2010) 则关注在位企业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的中间产品创新。从这个角度看，
Acemoglu和 Cao( 2010) 的模型可以认为是对 Klette － Kortum 模型的一个补充，而且仅对标准的熊彼特增长
模型稍作修改就可以得到一个符合现实的企业规模分布。
( 三) 产品种类数和进入的部门数共同决定企业规模

经验事实表明大部分新技术是由多部门企业开发出来的，因为它们能够将知识溢出内部化。那么，可以
预料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数和进入的部门数会共同影响企业规模。不同部门在知识应用程度上有很大差
异，外生的跨部门知识联系会影响加总创新和增长。Cai 和 Li( 2012 ) 的经验研究表明部门之间的知识溢出
是异质且极不均衡的: 少数技术推动了大量的后续创新。因此，如果在不同技术上合理配置 Ｒ＆D 资源或者
政府干预促进某些部门的创新，就可能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些经验特征，Cai 和 Li ( 2012 ) 把
Grossman和 Helpman ( 1991) 、Klette和 Kortum( 2004) 的模型扩展到一个多部门环境中，每个企业需要做出
Ｒ＆D决策和部门进入退出决策，而外生的跨部门知识联系影响企业决策。
假设每一个部门企业都是对称的，即产品价格都一样，每个企业在一个部门内可以生产多种产品，那么

企业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就对应企业规模扩大。企业在一个部门生产的产品种类数反映了它在这个部门的知
识存量，它们通过 Ｒ＆D生产新知识、开发新产品，进而扩张规模。与 Klette － Kortum 模型不同的是，企业生
产新知识依赖于有效的 Ｒ＆D投入、企业的知识存量以及部门之间的知识联系，而有效的 Ｒ＆D 取决于 Ｒ＆D
投入和研发部门的平均知识水平，企业的知识存量不仅仅包括企业自身拥有的产品种类，还包括一些部分公

共知识，非对称的知识投入产出矩阵反映部门知识联系。每个企业在不同部门创新的固定成本不同，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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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量文献比如 Freeman( 1982) 、Pennings和 Buitendam( 1987) 、Tushman和 Anderson( 1986) 、Scherer( 1984) 发现在位企业
是创新的主要来源，而新进入企业会投入更多的激进和原始的创新。Bartelsman和 Doms( 2002) ，Forster、Haltiwanger 和 Krizan
( 2001) 等人发现:新进入的企业贡献了所在产业 25%的 TFP 增长，而其余的生产率提高来源于持续存活的在位企业( Lentz
and Mortensen，2008) 。



结果也受外界冲击的扰动，负的冲击引起企业退出，正的冲击让企业规模扩大，这些独立同分布的冲击内生

地决定了在每一个部门中企业规模服从 Pareto分布。
由于企业多样化生产存在障碍①，它们会选择序贯进入不同的部门。企业在多个部门生产是一个自我

选择过程，它们会选择在那些能够最有效率使用已有技术的领域开发新产品。为了在一个部门持续创新，在
位企业每一期需要付出一个固定成本维持生产，当在位企业无法支付这个固定成本时，企业停止开发新产

品、卖掉蓝图，然后退出这个部门。当利用自身积累的知识资本产生的预期价值超过研究的固定成本时，在
位企业选择进入这些部门，并从事研究和生产; 当已有公共知识资本存量的应用价值超过某一部门的固定进

入成本时，新企业进入这个部门生产一种新产品，这就是企业的部门进入退出选择。企业一般首先进入高度
应用性的部门，当累积了足够的知识背景后，少数经历一系列有利冲击的企业可以向相关部门扩张; 随着一

系列进入退出选择，最终仅剩下少数能同时在多个部门生产的企业。企业的部门进入退出，结合企业在每个
部门内拥有的产品种类数差异，一起决定整个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分布，使之服从 Pareto 分布，而且存在一条
均衡的增长路径。
这三类内生企业创新模型明显继承了以往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思路，但是将微观基础阐述得更为详尽，

不仅加入了企业规模异质性，还引入了创新异质性，甚至考虑到了多部门的技术扩散。这使模型能得出一些
新结果，解释更多的微观事实，如部门知识溢出、在位企业的贡献等等，弥补了以往理论模型的缺陷。

四、其他驱动企业规模变化的理论

除了上文的外生和内生企业技术创新模型，另外一些理论也从宏观角度对增长和企业规模做出了很好

的解释，它们分别结合了人力资本、信息不对称及组织资本。整体来看，这些研究视角比较特别，为后续研究
者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 一) 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规模分布

与前面关注外生冲击和企业创新的文献不同，Ｒossi － Hansberg 和 Wright( 2007) 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及配
置对企业动态的影响②。他们用企业的雇佣人数来描述企业规模，企业规模扩张依赖于三个因素: ( 1) 确定
性的人口增长; ( 2) 企业特定的( firm specific) 物质资本积累; ( 3) 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受
到一个企业特定的独立同分布冲击的影响。对每一个企业来说，生产技术对人力资本是收益递减的，过高的
人力资本导致较低的收益率，进而延缓人力资本积累; 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以后，由于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

减，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增长率发生反转，即增长放缓，这就导致了小企业比大企业增长快。Ｒossi －
Hansberg和 Wright( 2007) 没有明确地分析哪些企业进入、哪些企业退出，但是其中隐含着: 给定一个部门总
的雇佣水平以后，企业平均规模的增大意味着某些企业退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力资本积累内生，模型
可以得出企业规模分布服从 Pareto分布。他们的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和配置，这意味着在那些人力资本
使用密集度较低的产业中，企业增长和退出率会随着企业规模的上升而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在人力资本密

集程度较低的产业中，企业的规模分布具有较薄的尾部。模型中加总经济增长来源于单个企业的增长，因而
整个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外生的技术冲击、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
( 二) 信息不对称与企业规模分布

商业想法( business ideas) 具有经济价值，在企业的形成和增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缺乏私
人信息，商业想法的质量很难被观察到，因而会影响企业采用商业想法的决策，进而影响企业规模。
Chatterjee和Ｒossi － Hansberg( 2012) 的理论主要考虑私人信息不足问题对企业动态的影响，企业进入和增长
依赖于私人信息。他们的理论认为，企业的规模取决于该企业拥有的项目数量，项目来源于新想法( ideas) 。
为企业工作的工人能偶然发现新想法，工人会考虑是让他的新想法在已有企业中实施，还是创办一家新企业

( 也就是派生企业( spinoffs) ) ，或者是抛弃这个想法，这个决策取决于对这个想法的初始了解，以及在不同的
企业中实施它可得到的利润水平: 如果拥有者发现自己想法的获利水平超出市场平均水平，他就会选择开办

一家派生企业( 这就是新企业进入) ，否则卖掉他的想法。若某个企业家购买这个新想法，则该企业规模扩
张。他们的模型中有逆向选择效应，由于想法的质量只有自身可以观察到，市场价格仅仅反映想法的平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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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企业进入或持续经营的部门内，企业每一期需要付出一个固定成本，这些固定成本构成了企业多样化经营的障碍。
Ｒossi － Hansberg和 Wright( 2007) 研究的是处于一个地理位置的企业( establishment，在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经营，可以

认为就是工厂) ，这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企业不一样，通常研究的企业( firm) 是拥有共同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的工厂的集合。



量。市场上的现有企业家购买一个想法意味着他预期会获得零利润。因此，企业的项目选择与企业规模无
关，即企业规模预期的增长率与企业规模无关，增长率的方差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他们用不同规模
企业( 商业想法数量不同) 雇佣工人所占的比例来刻画企业规模分布，模型在均衡时有一个不变的企业雇佣

比例分布，且当工人发现新想法的概率趋于 0 或者企业平均规模( 即企业平均拥有的商业想法数量) 趋于无
穷时，使用企业雇佣比例刻画的企业规模分布趋近于 Pareto分布。新想法促进了企业规模扩张，进而促进了
加总经济增长，因而均衡的增长率取决于工人发现新想法的概率。
( 三) 组织资本与企业规模分布

Luttmer( 2010) 认为，可以将组织视为一系列契约或交易关系的集合，大企业通常经营很多工厂、办公场
所或者商店，它们可能在地理上很分散。这些离散的单元构成了组织资本，每个单元通常被视为“蓝图”
( blueprints) ，创新能产生新蓝图，让组织资本增大，进而企业规模扩大。这样，Luttmer( 2011) 就将企业规模
分布与组织资本①联系起来，组织资本通过投资逐步累积，加总微观的组织资本增长即得到宏观的经济增

长。企业投入劳动力和已有蓝图来生产新蓝图。若发明出新蓝图，则企业拥有的蓝图数量增加，企业规模扩
张。由于更高质量的新蓝图会出现，原有蓝图也会“过时”，即蓝图的相对质量水平下降，因而需要投入劳动
力来维持蓝图的相对质量水平，企业的某一个蓝图过时对应企业规模缩小。模型还假设经济中个体的能力
有差异，服从一个分布，因而他们会有职业选择，那些发明蓝图有比较优势的个人会成为企业家，而另一些个

人成为工人。生产出一个启动蓝图( set － up blueprint) 的企业家可开办一家新企业，此时经济中有新企业进
入。另外，蓝图的过时率与新生率相互独立，不同蓝图之间的过时率与新生率也相互独立。假设一些新企业
初期进入时，有较高质量的蓝图，且增长较快，但是新企业的蓝图质量优势是暂时性的，最终这种高增长会结

束，而且新企业快速增长持续的时间也有差异，这意味着会出现一些年轻的大企业，他们通常经历了较长时

间的快速增长。基于这个机制，结合企业生产率随机增长或资本随机积累，模型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存在一
个稳定的企业规模分布，为尾部指数大于 1 的 Pareto分布。模型加总的均衡增长率取决于均衡的新蓝图创
造率和蓝图过时率。

五、简评

企业的进入、退出和规模分布理论是微观产业组织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增长经济学家不断关注
异质性企业理论，将企业的创新、进入退出、企业规模的动态变化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与传统的经济
增长模型相比，这些结合企业规模动态变化的经济增长模型具有以下特点: ( 1) 与现实经济情况更为贴近，
企业对外界冲击的反应、Ｒ＆D投入决策以及企业 Ｒ＆D 类型不断细化，结合企业规模分布状况，使企业创新
的微观基础更为现实，从微观企业增长到宏观经济增长的联系更清晰。( 2) 这一类文献中，驱动经济增长的
机制有三个，即企业的创新、知识外溢和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而传统内生增长理论则忽视了企业之
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Lentz和 Mortensen( 2008) 还量化了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再配置的作用，发现净进入
可以解释 21%的加总生产率增长，而 53%的加总生产率增长来源于企业进入退出选择效应。( 3) 其他领域
的主题也不断纳入，如信息不对称和组织资本，这些为经济增长和企业规模动态演化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

角。
同时，目前的研究也有一些不足值得改进: ( 1) 依靠外生冲击解释企业规模的模型都假定企业进入后获

得的初始生产率水平有差异，但没有解释初始生产率水平差异的来源; ( 2) 依靠企业内生创新解释企业规模
的模型中，企业进入后同质，学者们仅关注企业的规模差异，而不关注企业在生产不同种类产品时生产率的

差异，因而可以考虑将两类模型结合起来研究，优势互补; ( 3) 目前关于企业动态演化的模型主要以发达国
家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几乎没有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规模分布的文献。由于两类国家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
境差异较大，这对企业规模分布很可能有影响。因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转型经济条件下，企业规模动态演化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非常值得研究。
最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 1) 这些理论强调企业的异

651

①另外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关于组织资本有另外的定义，他们认为企业的生命周期是由工厂特定的知识( plant － specific
knowledge) 积累决定的，这种工厂特定的知识也就是所谓的组织资本。组织存储和积累知识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技术，这种累
积的知识是一种未经测算的资本，它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Prescott 和 Visscher( 1980) 认为调整组织资本存量的成本
会影响企业的增长率，而且这个成本会内生增加，这可以解释一些企业增长和规模分布的事实。



质性、企业的进入退出对增长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注意降低一些部门的进入退出壁垒，进
而促进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合理配置，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制定不同的政策，防止资源配置扭曲，Hsieh 和
Klenow( 2009) 发现，若中国和印度制造业企业能像美国经济那样合理配置资源，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分
别额外增加 30% ～50%和 40% ～60%，这说明改善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2) 这些理论
对知识溢出的研究更为细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政策时，应注重知识之间的关联，特定领域的创新会对

其他领域增长带来重要的溢出效应，国家可以补贴一些重要基础领域的 Ｒ＆D。另外，降低知识关联度较高
的那些部门的进入门槛，有利于一些企业内部化知识收益，进而起到鼓励创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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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lars usually assume there is a representative firm in traditional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However，firms are
heterogeneous actually． Firm sizes are highly skew that a few large firms coexist with large numbers of small firms． Ｒecently，scholars
have constructed a series of economic growth models，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irm dynamics． Their results
show that firm innovation，knowledge spillover and re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mong heterogeneous firms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jointly．
However，the role of re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mong heterogeneous firms is ignored in traditional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firm scale，these stud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respectively，literatures in which exogenous shocks
and exogen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rive firm scale to change，literatures in which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rive firm
scale to change，and literatures in which other factors drive firm scale to change． These researches made the linkages between micro firm
growth and macroeconomic growth become more clear，and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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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stors’portfolio selection and style portfolio returns are significant affected by style investing． Using the trading record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from 2006 to 2011 in Chinese stock market，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individual investors’portfolio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style preferences，and their style preference shifts are mainly driven by style returns，but unaffected by
macroeconomic factors． The individual investors’demand of style portfolios seems to be counter － trend of style return，and they suffer
wealth losses from their style preference shifts． Therefore，the change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demand of style portfolios caused by style
preferences shifts are irrational． Consistent with behavior theory，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tyle returns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investors’style preference shifts，and the more attention gained from individual investors or the higher arbitrage cost，the more sensitive
portfolio return is to the individual investors’style preferences sh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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